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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09－2018年中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34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厘清其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保持平稳增长状态，且呈相似空间特征，指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发展存在显著不均衡，其中深圳处于领跑地位，而惠州、江门、肇庆及河北多数城市相对落后。（2）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不断改善，但整体表现仍为失调型；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处于磨合阶段，所有城市均摆脱低水平耦合关系，而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拮抗耦合阶段，仅有北京、天津和秦皇岛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强更强”的发展态势使城市间两系统协调发展差距进一步增大。（3）各指标因素对三大城市群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呈趋同性，创新投入、产出、储备及绿色生活建设是主要制约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三大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对策建议，包括制定差异化科技创新策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与互动政策、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增强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促进城市群内绿色协同发展、深入绿色生活理念培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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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4 cities in three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from 2009 to 2018,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S&T)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bstacle factors by us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obstacl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S&T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maintained a steady growth state and show simila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average index from large to small is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mbala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mong which Shenzhen i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while most cities in Huizhou, and Jiangmen, Zhaoqing and Hebei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2)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but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is still dysfunctional, among them,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in the running-in stage, and all cities get rid of the low-level coupling relationship, while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still in the antagonistic coupling stage, only Beijing, Tianjin and Qinhuangdao have entered the high-level coupling stag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tronger and stronger" further increas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and cities. (3) The influence of each index factor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urban clusters is convergence, and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re innovation input, output, reserve, and green lifestyl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a serie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S&T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including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S&T innovation strategies, implemen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ve polic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s well as enhance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cities, promote gree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deepe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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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引领中国发展的“指挥棒”。创新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与战略支撑；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1]。当前，中国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过渡，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严重制约着区域绿色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当前区域发展的根本要求。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主要动力，对推动以绿色理念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厘清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对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核心区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驱与代表，担当着引领中国区域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任[2]。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从创新追随者成长为创新赶超者的蜕变，城市群凭借优厚的创新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浪潮中脱颖而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三大国家级城市群（以下简称“三大城市群”），在创新优势资源吸附和区域创新政策中更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科技投入与产出在全国14个城市群中占比超过60%[3]。得益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双重推动，三大城市群绿色发展长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但其内部城市绿色发展空间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无效率与低效率问题凸显[4]。基于此，本研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测算，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丰富创新与绿色协调发展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中国沿海城市群实现创新与绿色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综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早已得到普遍认可，经济增长极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等都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5-6]。然而随着区域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波特假说”指出，严格环境约束下的科技创新在短期内会因为创新成本的增加导致经济增长下降，而在长期内则有利于提升经济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7]。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下，中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创新与经济发展背后的生态问题，戈华清[8]指出因科技利用使环境恶化的“科技失灵”现象是导致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一大原因。而科技作为提升区域环境容量与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如何实现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成为国内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如赵传松等[9]学者指出科技创新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廖凯诚等[10]学者指出目前国内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协调发展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在“十三五”期间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和绿色被列入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指导理念之中，针对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体现在：一是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效应研究。何兴邦[11]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就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测度，指出技术创新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促进了绿色发展的实现；袁润松等[12]指出技术创新对中国绿色发展形成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二是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研究。贾军[13]指出要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国必须要加快绿色技术研发及商业化运作，同时要实现相关制度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实现绿色技术体制对传统体制的替代；丁显有等[14]基于对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发展效率的研究指出，要实现工业绿色创新协同效率的提升，应在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加快创新技术尤其是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三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藤堂伟等[15]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对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呈集群化现象，空间上呈“下游>中游>上游”特征。

综上可见，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较多关注科技创新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测度，对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作用过程的研究较少，对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作用机理缺乏深度分析；在研究尺度上，仍集中于全国以及省域层面，以城市为基础单位的相关研究目前仍只有少数，对城市群、经济区等空间组合地域单元少有涉及，在实证研究对象选取中较少针对科技创新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领先、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沿海地区单独展开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环境规制对科技创新或科技创新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研究多倾向于采用基于微观数据的回归分析，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方法仍相对匮乏。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研究对象系统整体或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测度指标；协调度是研究对象系统协调配合、良性运转程度的测度指标。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相互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测算。参考刘娜娜等[16]的方法，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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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U为耦合系数；T(x)为科技创新综合指数；G(x)为绿色发展综合指数；k为调节系数，本研究中取值k=2；D为协调系数；T为综合调节系数，由公式T=α(T(x)+β(G(x)算得，α和β为待定权数，反映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对协调度的贡献，在本文中考虑两者同等重要，同时取值0.5。
U值越大，表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耦合度越高，反之则表示两者耦合度越小；D值越大，协调度越高，反之协调度越低。借鉴华坚等[17]学者对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归类的做法，将耦合协调类型的设定范围为：在0≤U<0.3时，两系统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0.3≤U<0.5时，两系统为拮抗耦合阶段；0.5≤U<0.8时，两系统处于磨合期；0.8≤U≤1时，两系统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在0≤D<0.5时，两系统之间的关系为失调型，按照0.1阶梯进行进一步归类，依次为极度、严重、中度、轻度、濒临失调型；在0.5≤D≤1时，两系统关系为协调性，按照0.1阶梯进行进一步归类，依次为勉强、初级、中级、良好、优质协调型。

2.1.2  障碍度模型
在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对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识别，以此为依据进行政策与行为调整，从而实现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对障碍因子进行识别通过引入障碍度模型实现，参考尹鹏等[18]的做法，具体模型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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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Oi为评价指标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障碍程度；xi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相应的，(1−xi)为单项指标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wi为单项指标权重；n为基础指标总数量。
熵值法作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因子分析方法，在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测度及评价中被学者们广泛使用，本研究基于熵值法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由于篇幅受限，详细步骤参见文献[19]和文献[20]；同样，式（3）中xi和wi的计算步骤均在这些文献中具体呈现。

2.2  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机理与指标选取
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具有交互耦合关系，两者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彼此制约（图1）。绿色发展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是指通过构建绿色生产方式，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改良绿色生态、提升绿色福利，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三系统协调共生的文明发展方式。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与区域绿色发展息息相关。滕堂伟等[15]学者就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进行了梳理，突出强调科技创新通过作用于生产、生活要素调整与升级，进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绿色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反向作用进行了补充。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下，科技创新与区域环境遵循的“刺激—反应”模式，使得创新主体依据区域绿色发展效果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同提升的良性循环。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同，大量学者已就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科技创新通过融入经济活动生产过程，促使生产要素高级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总量增长[21]；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中，科技创新通过环保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降低工业生产中的碳（C）和硫（S）的排放，并增加传统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的产值[22]；在对绿色生活的提升作用中，科技创新通过技术创造引导绿色消费、绿色出行，降低绿色生活能耗。Storper等[23]提出的“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理论指出区域环境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影响，绿色发展所涵盖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创新政策等软环境无疑是驱动区域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区域创新策略的选择，即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引进或内生创新等创新模式进行选择，并依据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创新资源流动，推动区域内生科技创新建设；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利于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促进科技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由此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投入规模与结构调整，提升整体科技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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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系统耦合机理

借鉴已有研究对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测度指标选取的经验，如刘树峰等[2]、赵传松等[9]、藤堂伟等[15]、华坚等[17]和于成学[24]的做法，综合城市级数据的可获得性及评级指标的科学性，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储备3个维度选取表征科技创新水平的指标，从经济增长、环境质量、环境治理和绿色生活4个维度选取表征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见表1）。考虑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相关指标发展规模的差异，采用平均指标作为基础指标进行表征。
表1  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单位

	科技创新
	创新投入
	每万人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创新产出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件

	
	创新储备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读学生数
	人

	绿色发展
	经济增长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
	元

	
	
	第三产业贡献率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环境质量
	每万元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t

	
	
	每万元GDP的SO2排放量
	t

	
	
	每万元GDP工业烟尘排放量
	t

	
	
	每万元GDP用电量
	kW(h

	
	环境治理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绿色生活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绿地面积
	m2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量
	辆


借鉴方创琳等[25]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对三大城市群共7个沿海省份的34个地级以上城市，选取2009－2018年面板数据，对其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2010－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相关省份2010－2019年统计年鉴、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等。对于个别缺失数据，依据相邻年份数据进行插补。

3  结果与分析
3.1  综合指数时空特征分析
3.1.1  科技创新时空特征
基于表1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分别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两系统的综合指数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9－2018年，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均值分别为0.223、0.146和0.072。
图2为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指数的变化趋势。2009－2014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水平呈逐年缓慢上升趋势，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始终处于领先，而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创新指数在三大城市群中最低，截至2014年，科技创新综合指数仍低于0.1；2015－2018年间，在国家“双创”发展战略下，国内科技创新步入高速发展时期，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因科技要素的集聚优势而增幅最大，尤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及实施后，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科技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助推了珠三角城市群中深圳高科技园区等地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同时，随着区域协同创新逐步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对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科技创新指数进行进一步分析可见，除北京和天津外，京津冀城市群其余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综合指数低于0.1；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科技创新水平明显优于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指数高于0.1的城市达9个，占其城市总数的60%，其中以南京的科技创新水平最高，指数值为0.285；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科技创新水平空间差异较大，其中深圳、珠海、广州和东莞科技创新水平较高，指数排名为三大城市群所有城市中的前4位，而肇庆、江门、惠州和佛山等城市科技创新指数却低于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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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综合指数变化趋势
图3为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其中，除上边缘波动较大外，上四分位、均值、下四分位和下边缘均呈平稳上升态势，说明研究时段内科技创新水平最高的城市的创新发展存在明显波动，其余城市维持稳定发展态势；同一年份内箱型图上下边缘差距在2010年为最小值，2011－2018年呈“N”型变化趋势，说明各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差距在2010年最小，之后呈“增大—缩小—增大”变化趋势，主要是因为深圳等城市科技创新近几年得到高速发展，而水平落后的城市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因此空间差距逐渐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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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变动趋势
3.1.2  绿色发展时空特征
2009－2018年三大城市群绿色发展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均值分别为0.310、0.220和0.171。图4所示为三大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变化趋势，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变动趋势保持一致，在2011年轻微下降，其余时间段保持平稳增长，珠三角城市群终保持增长态势。2011年，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等城市单位产值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增加是造成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城市人均绿地面积明显减少造成长三角城市群部分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在本年份走低，也是导致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与滕堂伟等[15]的已有研究结论也基本保持一致；珠三角城市群不论在经济发展总量、经济结构优化、环境质量改善还是社会生活绿色化方面的水平都得到不断提升，这与珠三角为推进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而不断加快绿色产业体系建设、打造绿色发展引擎等工作息息相关。结合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指数变化趋势可见，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2009－2011年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变动趋势并未保持一致，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尚未显著体现，2012－2018年两系统综合指数均呈不同浮动上升态势，协调发展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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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大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变化趋势

对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绿色发展指数进行进一步分析可见，京津冀城市群中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余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较低，指数值均低于0.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优于京津冀城市群，其中综合指数大于0.2的城市有9个，以南京绿色发展指数最高、上海次之，两城市的指数值分别为0.327和0.313；珠三角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距较大，其中深圳指数高达0.711，为三大城市群中最高水平，东莞、广州等地的绿色发展也居于较高水平，而肇庆、江门和惠州的绿色发展却相对落后，指数值低于0.2。图5为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在研究时段内上边缘持续上升，尤其在2014－2017年上升幅度显著提升，可见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绿色化水平仍在不断优化，同时上四分位、均值、下四分位和下边缘呈波动上升态势，可见大多数城市绿色化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提升；而同一年份内上下边缘差距不断拉大，尤其在2015－2018年这一差距更为显著，可见随着高水平城市绿色发展的大幅改善，尽管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也在不断优化，但增幅较小，与高水平城市的差距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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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变动趋势
3.2  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分析
3.2.1  耦合度时空特征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9－2018年耦合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均值分别为0.782、0.718和0.497，即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整体处于磨合阶段，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处于拮抗耦合阶段。从表2可见，三大城市群耦合度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从拮抗耦合型逐渐改善为磨合型，耦合度于拮抗耦合阶段和磨合阶段的临界值位置上下波动，耦合度仍处于较低水平；长三角城市群两系统耦合关系持续改善，在2013年之后维持在高水平耦合阶段；珠三角城市群在2009－2016年间保持平稳增长，两系统处于磨合阶段，至2017年耦合度大幅提升，两系统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以及两系统耦合发展方面均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北京和天津作为龙头城市，对京津冀城市群整体水平的提升作用尚不显著，内部城市发展水平的断层成为阻滞京津冀城市群两系统协调的重要因素。

表2  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

	年份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耦合度
	协调度
	耦合度
	协调度
	耦合度
	协调度

	2009
	0.403
	0.197
	0.665
	0.301
	0.625
	0.328

	2010
	0.400
	0.204
	0.740
	0.334
	0.662
	0.365

	2011
	0.490
	0.219
	0.798
	0.350
	0.689
	0.381

	2012
	0.546
	0.235
	0.799
	0.366
	0.666
	0.385

	2013
	0.522
	0.237
	0.800
	0.378
	0.673
	0.404

	2014
	0.492
	0.243
	0.789
	0.377
	0.705
	0.409

	2015
	0.540
	0.259
	0.837
	0.405
	0.749
	0.459

	2016
	0.542
	0.258
	0.821
	0.399
	0.764
	0.475

	2017
	0.536
	0.268
	0.813
	0.406
	0.834
	0.518

	2018
	0.582
	0.284
	0.902
	0.448
	0.880
	0.546

	均值
	0.497
	0.237
	0.782
	0.372
	0.718
	0.422


对内部城市耦合度进行进一步分析可见，2009－2018年两系统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拮抗耦合阶段、磨合阶段和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分别有3、6、9和16个，以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居多。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中耦合度均值低于0.5的城市有5个，占50%，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仅有天津和北京两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仅有泰州的耦合度均值低于0.5，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有9个，占60%，其中南京的耦合度最高，耦合系数为0.990；珠三角城市群中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有5个，耦合系数空间分异明显，江门、肇庆和惠州3个城市仍处于拮抗耦合阶段。图6所示为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在3个不同时间段内的耦合度均值，可见大多数城市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耦合程度得到不断改善。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中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由5个减少为3个，高水平耦合城市数量不断增多，除天津外，北京和秦皇岛也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从2009年到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低水平耦合城市改善为拮抗耦合型，到2018年各城市两系统耦合关系进一步改善，除泰州、舟山、扬州和南通外，其余城市均达到了高水平耦合阶段；珠三角城市群中珠海、中山、东莞、广州和深圳始终为高水平耦合型，到2018年各城市两系统耦合关系明显改善，仅有肇庆为拮抗耦合型城市，惠州和江门进入磨合阶段，佛山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
【图6内：1.线段示例中年份间的短横线改为一字线。2.纵坐标标目“协调度”改为“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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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系统耦合度的时序演变
3.2.2  协调度时空特征
2009－2018年三大城市群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度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均值分别为0.422、0.372和0.237，分别属于濒临、轻度和中度失调型。其中，珠三角城市群为三大城市群中协调度最高，京津冀城市群为最低。京津冀城市群在2009年为重度失调型，从2010年起改善为中度失调型，协调度每年递增值维持在0.01上下，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缓慢改善，两系统相互提升作用未显著体现；长三角城市群在2015年改善为濒临失调型，至2018年协调系数在轻度和濒临失调型临界值附近浮动，协调度每年增长值也处于较低水平，两系统协调发展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009－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协调系数增长0.218，增幅居三大城市群之首，从2009年的轻度失调型发展为2018年的勉强协调型。从三大城市群两系统协调指数的均值水平及变化趋势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在整体协调度水平及优化方面都明显优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这一方面得益于珠三角城市群内深圳、广州、珠海等创新型城市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等国家及地方发展战略的实施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内部城市协调度进行进一步分析可见，2009－2018年三大城市群中协调系数均值在0.5以上即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的城市仅有6个，除北京和南京外其余4个城市均属于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协调系数最高，协调度为0.729，为中级协调型。其中，除北京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外，京津冀城市群其余城市均处于失调阶段，并且协调系数较低的城市数量居多，协调指数低于0.2的城市有5个，占50%；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协调度集中于0.2～0.5的范围内，并以濒临协调型城市数量最多，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两系统协调发展明显优于京津冀城市群，且各城市之间的协调度差异相对较小；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协调度以两个范围最为集中，一是协调指数高于0.5的深圳、广州、东莞和珠海，二是协调指数低于0.2的肇庆、江门和惠州，这与两系统发展水平两极分化的现象相一致。图7为三大城市群城市两系统协调度在3个不同时段内的均值水平，不同时序下各城市表现出的空间差异呈现趋同，但增长与下降趋势存在差异。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天津协调度较高，且呈时段递增趋势，其余城市增长幅度不明显或呈下降趋势；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空间差异较小，在3个时段内协调度递增的城市仅有少数，两系统的发展随时间的优化特征不明显；除佛山外，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2015－2018年增幅最为明显，可见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图7内线段示例中年份间的短横线改为一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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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时序演变
3.3  障碍因素分析
图8显示了各指标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关系的障碍度。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科技创新指标方面，每万人科学技术支出、专利授权数及普通高等学校在读学生数是主要障碍因子，障碍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每万人科学技术支出、每万人专利授权数及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读学生数，平均障碍度分别为0.232、0.149和0.107。其中，每万人科学技术支出和普通高等学校在读学生数对珠三角城市群的障碍水平最高，专利授权数对京津冀城市群的障碍水平最高。可见珠三角城市群在科技创新投入及储备中相比于其他两大城市群相对不足；京津冀城市群尽管在科技创新投入与储备方面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但科技创新产出却相对落后。对城市群内部城市障碍因子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创新各指标对城市绿色发展的障碍度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指标障碍度基本维持在平均水平；长三角城市群中南京的人均科技创新投入及产出指标障碍度较高，相反，人均科技储备障碍度较低；珠三角城市群内城市间指标障碍度差距较大，深圳存在“低投入、低储备、高产出”现象，广州和东莞则存在“低投入、高储备、低产出”现象。可见，北京和上海作为城市群内龙头城市，在科技创新中的活力明显弱于深圳；南京、广州和东莞这类城市，科技创新产出水平与投入及储备并不匹配，产出效率低成为制约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二，绿色发展指标方面，以人均绿地面积的障碍度最高，均值达到0.196；每万人公交汽车拥有量的障碍度也高达0.113；其余各基础指标的障碍度普遍较低，尤其是表征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水平的7个基础指标的障碍度均低于0.01。各基础指标对三大城市群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度基本保持趋同，无显著差异，可见从城市群整体层面来看，影响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关系的因素基本相同。对内部城市基础指标障碍度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均GDP、人均社会消费品额及第三产业贡献率对于北京、上海、广州、东莞等城市群内大型城市的障碍度较低，对于其他城市的障碍度则相对较高，可见在城市群内部，相比于大城市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制约中小型城市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工业废水对杭州、嘉兴、绍兴及河北部分城市协调关系的障碍度较高，主要是这些城市目前仍存在大规模的制造业，工业废水的大量排放阻滞整体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工业废气及粉尘的排放量对河北城市的障碍度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长期以来京津冀城市群的空气质量制约了绿色发展，如何借助科技成果实现工业废气治理是京津冀城市群未来重点关注的方向；环境治理基础指标对三大城市群两系统协调度的障碍度较低，可见各城市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承德、南京、泰州和东莞在工业固体废弃物及生活垃圾和污水排放方面仍需进一步改善；除深圳外，人均绿地面积和万人公交拥有量对其余各城市协调发展的障碍度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城市绿化建设和基础配套完善制约了整体绿色发展，也影响了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协调。
【图8内：1.有菱形和圆圈两种图形，分别代表什么含义？补充图注说明。2.“二氧化硫”改为“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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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障碍因素的影响程度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对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梳理，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18年中国东部三大沿海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演进关系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三大城市群两系统均保持平稳增长状态，两系统发展指数分别始终呈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群内部两系统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保持基本一致，其中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两极分化现象明显，珠三角内属于高创新与绿色化水平的城市多于低水平的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则与之相反，而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空间差异呈渐进式，空间异质性弱于其他两大城市群。深圳市在三大城市群中处于领跑地位，而惠州、江门、肇庆及河北多数城市的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

（2）得益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相互推动，三大城市群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不断改善，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指数明显高于京津冀城市群；耦合指数均值水平显示，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已处于磨合阶段，而京津冀城市群仍为拮抗耦合阶段；协调指数均值水平显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分布属于濒临、轻度和中度失调型，两系统的协调关系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进一步改善。从城市层面进行分析，截至201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所有城市均摆脱低水平耦合关系，京津冀城市群则仅有北京、天津和秦皇岛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各城市协调关系改善缓慢，仅深圳、东莞、北京和广州等龙头城市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增幅明显，“强更强”的发展态势使城市间两系统协调发展差距进一步增大。

（3）障碍度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是阻滞三大城市群两系统良性耦合的主要原因，其中绿色生活对两系统的障碍度最大、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障碍度最小、基础指标障碍度呈一定趋同性，即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均接近零障碍度，而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储备、城市绿化与绿色出行均呈高障碍度。从城市层面的障碍度分析可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在城市群内部受各基础指标的障碍作用，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均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小型城市因为制造业集聚等原因，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创新动力不足、环境问题突出仍是目前制约其两系统协调进步的重要阻碍。

4.2  对策建议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要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发挥创新驱动作用。三大城市群应依据各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现状制定差异化科技创新策略，重点扶持龙头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东莞）内生型科技创新发展，鼓励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如河北的城市及泰州、江门、肇庆、惠州）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与互动政策，增强创新要素在各城市间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资源利用率，重点加强协调度较低城市科技人员和科研经费等要素的投入与管理,并通过城市间帮扶、技术援助等手段加强城市群内部技术开发与管理活动交流，增强科技成果在城市群内部及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推动三大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协同进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将科技成果转化与绿色发展衔接起来，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经济建设，打造绿色宜居环境。本研究对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发现，对于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水平均较低的城市，当务之急仍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应增强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通过城市间关联产业发展推动集群型经济建设；促进城市群内绿色协同发展，通过引入绿色生产技术提升资源能源利用率，依据污染强度合理规划产业在城市群内部空间布局，仍需重点加强“三高”污染产业治理力度，严格控制水、大气及农业面源等污染问题，推动绿色生产与绿色环境的同步改善。实证结果表明，绿地建设与绿色出行仍是制约三大城市群创新与绿色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深入绿色生活理念培育，借助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绿色交通体系完善、绿色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绿化工程实施，引导绿色出行、绿色居住与绿色消费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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